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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

刘　晨

［摘　要］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其占领区各阶层民众的政治流向主要表现为加入、接受和与之对抗三种

类型。包立身事件、沈掌大事件和“盖天王”事件是太平天国后期占领浙江后发生的三起平民领导的民众反

抗太平军事件，它们与一般的团练不同，三位领导者均是平民出身，起事之因大都反映了民众求生求安的朴

素初衷，即反抗基本是与民生相关的经济问题。这说明后期太平天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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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二月初十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随即北伐中原、西征两湖、东克苏常，江南地
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发生了剧变。那么，太平天国与占领区内民众的关系（与非占领区的民众并
未发生直接关系）如何呢？① 传统观点认为，民众支持和响应太平天国是民众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主
流，这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前辈学者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如萧一山《清代通史》、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太平天国兴亡史》等）也强调了民众与太平天国的
“合作”关系。但有学者注意到了民众与太平天国对抗层面的关系，如朱庆葆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后来
的衰亡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②。美国学者白凯（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专门论及“民众对太平军的抵
制与协助”，其中所谓“抵制”，则是就民众参加团练而言③。实际上这些观点尚属宏观概论，目前学界
对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反抗这一事关“天国”命运的关键问题尚缺乏专门阐述。鉴于此，本文尝试
为之，拟对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发生的由平民领导的三起反抗太平天国的事件进行考察，重点分析双方
对抗关系形成之因，或可为客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提供新的视角。

一　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政治分化

概括而言，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以行为类型划分，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政治流向主要有三种：
一是加入太平天国政权。民众加入太平天国可分为加入太平军、太平军当局（由军事贵族掌控的地方
军政当局）④和乡官基层政权。加入太平军的方式有主动投军和被掳入营。加入太平军当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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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民众”，是相对于“贵族”或“统治者”而言的，是指以平民层为主体、包括士阶层在内、不具官和绅身份的“百姓”（参
见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１９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５５～５５７页）。

朱庆葆：《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光明日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第７版。

白凯著，林枫译：《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４～
１３０页；白凯：《乡村社会与太平天国：１８２０—１９１１年的江南》（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１８２０ｔｏ　１９１１）（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７～１２８页。按，“团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官
团”（由清朝官员组织或领导）和“民团”（由地方士绅主动组织）。“民团”虽然是民众反抗太平天国的一种情形，但多数不宜
作为民众反抗太平天国的代表。因为民团一般具有与太平天国对抗的性质———虽然对抗的因由不完全是王朝秩序的衰落，

还有地方传统社会秩序被破坏和乡土情结的滋长。民团与清朝官方、清军、官团存在一定的组织关联，它们的基本军事目标
是击败来犯的太平军。

太平天国在其主要占领的江南地区（本文指苏南和浙江），派驻官吏、军队，建立包括乡官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较为普
遍稳定地推行具有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政策方略，就此基址成立了与清廷对峙十余年的新政权。所以对江南地区的民众而
言，太平天国实质已转换其民众运动的本色而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实体，各级官员和太平军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太平天
国的统治层主要呈现以两广客家“老兄弟”为核心、由太平天国贵族和地方军事贵族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太平天国
地方政府基本掌握在大大小小的新老军事贵族手中。



主要有科举考试、招贤、征派、举荐和自荐等。加入乡官基层政权的方式主要有保举①、公举②、直接委
任、主动投效和他人推荐等。民众加入太平天国的心态有积极和消极两类。积极者真诚拥护太平天
国，希望借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类人多在清朝统治下怀才不遇，或生活窘迫、身受不公、
趋时随众等，对清朝统治存在离心倾向，如出任乡官的原江西龙泉举人张谦③、出任监军的原吴江同
里生员钟志成④、出任育才官的“天试进士”胡万智⑤，他们均为太平天国献出了生命。消极者则多因
形势所迫而无奈加入，如被掳入伍者为保全性命而留了下来，主动投军者不乏有为吃粮而响应太平军
招兵的；被迫科考出仕及征派入职的知识分子心态本就消极，主动加入的也有部分人心存投机和破坏
心理；在乡官局中充当杂差、佐理、书手的大多是为衣食生存；出任乡官者有的是为保全身家或乡里，
亦有投机谋私者或为一官半职或为中饱私囊；还有潜入太平天国内部蓄谋策反内应者，此属破坏型。
民众加入太平天国后的心态可能因形势变化而变化，有的人可能因不得重用或建议不被采纳而无所
事事、意志消沉，如安徽望江生员龙凤翴“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使入诏书衙，任以佣书之役，
或徒困辱之，终不得美职”，从此销声匿迹⑥；也有士子初始为保全身家出任乡官，但逐渐“不知不觉遂
甘为贼用而不辞”⑦，“有投附者，有胁从者，有始胁从终附者”⑧。所以加入太平天国者的心态类型是
相对的。被动加入太平天国政权和太平军者的心态自然有消极性，但主动加入者的心态也未必均是
积极的。

二是接受太平天国政权。据史料载，地方百姓曾夹道欢迎太平军，表示归顺太平天国统治，如破
南京后“前村箪食，后巷壶浆，俱给执照，并小红旗竖门口，门贴顺字，夜可毋庸闭户”；破常熟后“皆有
奚为后我之说，土匪皆有箪食壶浆之心”⑨。太平军破城后百姓家家贴“顺”字表示归顺的事例很多瑏瑠。
太平军东征苏常所到之处，几乎均有耆老、乡绅、士子等有声望者代表地方纳贡，太平军则将进贡视作
政治归顺的第一步。连咸丰皇帝也惊呼“各州县土匪尽授伪职，乡民率皆从逆”瑏瑡。这类主动接受太
平天国政权的行为，虽然有不堪清朝压迫、真心欢迎之属性，但也充斥着保全身家、保全乡里等消极心
态，更直接体现了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归顺———不同于政治认同（即支持和响应）。还有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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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理想化的铨选方式是由低级官员向高级官员直至军师、天王逐级“保举”，“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为乡
官，“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具体操作程序多达１４道，还配备有比较严厉的滥保滥奏惩罚条例［《天朝田亩制度》，中国史
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一），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２年版，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但这在太平天国战事频仍的现实中很难完整地付诸实施，因此保举程序的简化和变通成为必然，保举法的变通形式一是上
级乡官保举下级乡官，二是在民间公举，“民”一般局限于当地有名望、有财力者。
“公举”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常见的推举管事人的办法，如清制规定“牌头、甲长、保正，皆令士民公举诚实、识字、有身家者充
之，限年更代”（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１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３页）。太平天国
以公举法铨选乡官，既是对理论规定的灵活变通，也反映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对清朝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刘绎：《存吾春斋诗钞》卷９《听周镇军谈龙泉杀贼》，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同治年间刻本，第２１页。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５、３２０、３２７页。

⑦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７３、１０５，３０２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３２８页；佚名：《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
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简辑》）（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９页。

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５，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光绪四年刻本，第１６页。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４４页。

在部分地区，太平军进据前夕，“伪历传来伪诏张，公然顺字贴门墙”［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简辑》（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７８页］：湖州乌镇百姓纷纷贴黄纸于门，写“恭顺太平天国字样”（皇甫元塏：《寇
难纪略》，桐乡市图书馆藏排印本，第２页）；太仓百姓“门首都贴顺字，悬烟户牌”（佚名：《避兵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抄本，第２６页）；江西丰城县“城中各户首俱用黄纸墨书顺字贴之。铺家招牌有顺字者，俱改去中一直，传闻贼匪令贴此字者
可免也”（毛隆保：《见闻杂记》，杜德风选编：《太平军在江西史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８５页）；湖北崇阳、

通城“居民畏贼，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米盐可供买办，人心之坏，实堪痛恨”（曾国藩：《曾国
藩全集》第１册《奏稿之一》，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１页）；江西铅山、弋阳百姓“贼未至则往迎之”（汪士铎：《汪悔翁
乙丙日记》卷３，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１９３６铅印本，第２３页）；甚至战争暂未波及的苏北，“自高邮至淮安，望风瓦解，颇
有先行输物投诚者，处处效尤”（符葆森：《咸丰三年避寇日记》卷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第１０页）。这些记载均表现了
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政治顺服，但政治认同的程度很难拿捏。
《寄谕和春等著恩赐前赴全椒堵剿并催征钱粮以资军饷》（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
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镇压档》）第１５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６６页。



情形即民众被动接受太平天国统治，他们对政权更迭漠不关心，安于现状，明哲保身，很快在新政权统

治下恢复日常生活。南京文人汪士铎借办团之难描绘了在社会分化浪潮中各阶层消极避世的心态：

“富者不出财，欲均派中户；贫者惜性命，欲借贼而劫富家；中户皆庸人，安于无事，恐结怨于贼。”①所

谓“强者甘从贼以戕官，弱者甘安居以观变”正是时人对民众主动和被动接受太平天国政权的两类行

为相对准确的定位②。

三是与太平天国对抗。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抗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类。消极的主要表现为自杀和

逃亡，就地躲避和拒绝征召，逃避粮税等。民众迁徙避乱和自杀殉难的风潮是太平天国战时社会恐怖

的两个重要反映。自杀的案例被《浙江忠义录》《江西忠义录》《两江采访忠义传录》《江南昭忠录》等官

方表彰纪念名册和地方史志大量收录。举家迁徙几乎是太平军到来前民众求生的共同行为。民众以

迁移避难的形式同太平天国消极对抗的行为具有可逆性，如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安民建政后，在“招敕

流移”和“安辑难民”等调控社会秩序的政策感召下，部分外迁或在区域内部避世隐居的民众又返回故

里，恢复日常。但每逢时局动荡或太平军“打先锋”（掳掠）时，又会引发新一轮的迁徙风波。当然那些

与清朝政权利益联系密切的群体，他们的迁移行为所体现的对抗性质，既是利益对抗又是明显的政治

立场对抗。

积极的对抗分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个体行为如“骂贼”，像汉阳生员马姓选择在太平军“讲道

理”（太平天国对士卒民众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时的盛大场合痛斥太平军“五伦俱绝”“真无用之狂

贼”的宣言，即是一篇民间版的“讨粤匪檄”，切中太平宗教之要害③。又如“绍兴百姓有以匿名帖诟发

逆者”④。士子文人的“骂贼”行为被较多地记录下来，如“吾儒生也，读孔孟书，有天地，有人伦，焉肯

从汝行”⑤，“大清秀才岂为贼作幕乎”⑥，反映了“骂贼”文人真实的心理活动，这种行为背后是意识形

态的对抗。“骂贼”行为虽然具有积极性，但一般发生在与太平军相遇之时，隐含一定的被动性。而

且，直面的语言冲突一般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例如，武义“义伶牟菲春登场詈贼，被戕”⑦。“杀贼”行

为则是一类积极主动的对抗行为。例如，江西新余县“民人刘腾芳欲怀匕首刺之（石达开），因党羽太

多，未果”⑧。女性亦有相当的角色，如“辛酉春，据城贼目陶姓者至镇招妓侑酒，有金娘者色伎双绝，

见贼即裂眥怒，徒手欲搏之，众捽之下，欲加重刑”⑨。乍浦某“满婆”被太平军将领虏获，“处之楼上，

将以为妻，满婆于黑夜为刺虎之举，伤及长毛头子，于是馆子中满婆皆就死”⑩。除骂、杀行为外，还有

著书立说或口传太平军“劣行”，像余治的《江南铁泪图》虽为慈善性质，但也有为达效果，丑化太平军

形象的一面瑏瑡；《金陵被难记》即以作者“被害情形”现身说法，是典型的清方舆论宣传品瑏瑢。

群体对抗事件一般有民团和民众抗粮抗税行为等。民众加入清军、官团后的行为不再为民众行

为，属官方行为。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发生的群体性反抗事件中，士阶层通常扮演发起人或领导者的角

色，而平民一般在事件中仅提供体力支持。类似的合作模式基本是传统中国民众集体行动动员的一

贯形式。太平天国时期的诸多民团，由平民出任团练领袖的案例极少。据郑亦芳统计，浙江团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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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瑏瑢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３，第１１页。
《粤匪杂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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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瑶光：《谈浙》，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５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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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新喻县志》卷６《武事》，同治十二年刊本，第６页。

光绪《嘉善县志》卷３５《外纪》，光绪二十年刊本，第３０页。

余治（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新编》，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同治十一年刻本。

佚名：《金陵被难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第７５０页。



中有姓名、事迹可考者２３４人，农民和工商阶层的平民领导者仅１１人①；广东团练领袖７９人，工商阶

层的平民领导者仅１人，无农民领导者；广西团练领袖８９人，无平民领导者；湖南团练领袖５７人，无

平民领导者②。但平民并没有被排斥在地方势力的领导层之外。安徽合肥解先亮和褚开泰的例子比

较典型。解“少务农，为人佣工，以勇敢著名”，属于社会下层出身。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军至庐

州，“先亮乃倡首练团筑圩以庇乡人，一时号召云集，响应不下千人，屡与相持，贼不得逞，知县英翰常

倚其众以办贼”，民团遂改官军，以后数年解先亮凭借军功，“晋总兵衔副将”。解的同乡褚开泰“幼业

耕，兼精货殖”，也是平民出身，后以办团起家，被官军吸纳，剿土匪、征捻军，“先后保花翎参将及从二

品封典”③。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同样有数支平民领导的地方反抗势力，最著名的是包立身团练、沈掌大团练

和“盖天王匪军”，其规模均在万人以上。总体上讲，这三起大规模民众反抗势力的发生在浙江地区太

平天国贡役制［即向民众“征贡”和太平军“打先锋”（掳掠）、“派大捐”］统治模式下具有必然性。

太平军到来之前的浙江，可谓“无地不团”“无家不迁”，社会恐怖气氛弥漫，民众对太平军抵触情

绪强烈。太平军对浙江的全面经略始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八月，忠王李秀成联合乃弟侍王李世贤

倾全力取浙江。至是年秋冬，太平军已夺取了浙江绝大部分州县，并建立了“浙江天省”，这是继太平

军东征建立“苏福省”后开辟的第二片相对完整的战略基地，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占领区之一。但

浙江大部分地区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初被湘军左宗棠部相继攻陷，战争局势和政治环境不利，太平

天国几乎没有恢复和践行“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粮”④的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时机。另外，

除嘉兴外，浙江主要为李世贤部所据，各地守将多为惯于征贡的中小新贵，缺少良性施政的主观倾向。

与“苏福省”各地佐将致力贯彻李秀成“照旧”和“合作”的地方建设新思维不同，浙江地区的新统治者

基本上习惯于践行贡役制施政方式，而李世贤本人也因戎马倥偬，对浙江各地的政略施行缺少必要的

关注和监督。太平天国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较少，致使太平天国在浙江的统治模式没有完全超越

贡役制水平。贡役制社会结构便利了漠视社会建设的统治者们横征暴敛，从而容易激发民众反掳掠

的对抗行为和具有政治敌对性质的民团事件。故太平天国在浙江的统治始终为民团势力所困扰，不

少地区的政权亦被民团倾覆，如“台郡之克，全借民团”⑤；温州乐清、宁波象山、绍兴新昌、处州遂昌和

缙云等地亦为民团所克。

按照阶级分析论的定性，包立身、沈掌大、“盖天王”等三起民众反抗事件均为“反动地主团练”，但

实际上与一般民团不同，它们聚众起事与清政府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其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主体均是

平民，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普通民众的主张和诉求；而且有的政治敌对意识在初始阶段不甚显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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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经核查，《浙江忠义录》明确团练领导者为农民的有１０人：秀水沈树屏，海盐沈掌大，黄岩孙仁秋、解广桂、李增华、童义显，诸
暨包立身、石世传，新昌盛梦奎、潘虎亮；游民１人，为归安俞鸾梧；共１１人。总数与郑亦芳的统计一致（见浙江采访忠义总
局编：《浙江忠义录》卷５，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同治六年刻本，第７、１０、１２、２１页；卷６，第１３、２６、３５页）。江西省情况，据
《江西忠义录》卷８《民人传》，记死难平民１１４人，其中平民团练领导者１５人：抚州金溪何义蕃，东乡张对喜父子，葵田黄志盛
（佣工）、徐秉鲲、黄德旺；吉安庐陵易广祐兄弟（其兄为团总），安福周震乾，庐陵悟真（僧人）；饶州乐平王殿鼇，乐平张有福，

万年饶希龙、饶育班父子（农民），饶州某（屠夫）（见沈葆桢等修、何应祺等纂：《江西忠义录》卷８《民人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藏同治十二年刻本，第５～１１页）。１５位平民团首，只有５位明确具体身份：２位农民、１位佣工、１位屠夫、１位僧人，其他

１０位具体身份不明。

参见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
代史论集》第２８编第３３集，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５５～６５９页。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４９《武功传四》，光绪十一年刊本，第１６～１７页。

佚名：《避兵日记》，第３２页。
《浙江巡抚左宗棠奏报台州宁波温郡渐就肃清现筹办理情形折》（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
档》第２４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４７页。



具有体制内发生的普通抗议事件的特征，向团练的质变有其特殊的内外因素①。所以，通过对这三起

平民领导的反抗太平天国事件的研讨，或可深刻揭示部分民众与太平天国对抗的真实面相及其成因。

二　社会恐慌：“以邪制邪”的包立身

包立身，史料又作“立生”“立胜”，年２０余，世居浙江诸暨包村，识字无多，在当时和后来的文人笔
记、野史中，多有立身“世业农”②、“农家子”③、“本村甿”④、“村氓”⑤、“家世力农”⑥的记载。不仅务农，
还从事行商行当，有记载称他“尝往来肩贩石灰”⑦，可见其起身微末，很可能是一名自耕农。包立身
的家世也不显赫，一家１７口均在乡务农，亲属中较有身份的是其姑表兄弟冯仰山，身在佐杂班，仅是
个未入流的小吏⑧。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包立身及其家族属于平民阶层。

但他却是普通农民中的“特别者”，或可称之为“平民精英”⑨。包立身很可能系统地学习过一些
民间盛行的巫术，大部分史料都认为他曾习奇门遁甲之术。利用邪术组织民众并不新奇，包立身起事
的独特之处在于“以邪制邪”，他将抗争的矛头转向了同样以“邪术”“异端”起家的太平军，足见其有一
定的能力和谋略。而且包立身有政治野心，他自称“统领”，文告皆书甲子，不奉清朝正朔，刻意区别于
奉札办团的团练。包立身还得到了一些中小知识分子的支持，《浙江忠义录》中记载的朱之琳、余观
莹、傅观涛、沈方颐均是士绅身份。但这些文人仅供驱使，大部分“文弱者亦挥戈从事”瑏瑠，少数类似于
幕僚者参赞军机则有之，统领大局、令行禁止的只有包立身一人。包村的武装是以包姓亲族为各营总
制的私人武装集团，连负责军资器械的文局也设在其亲信包尚杰家中。所以“平民精英”包立身的领
导地位是无可动摇的。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九月，太平军破绍兴、诸暨，包立身利用“邪术”托词誓师，自称“白鹤真人”
传人，创办“白头军”，与太平军大小数十战，邻近各县百姓纷纷举家来投。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五月，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率１０余万太平军再围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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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瑏瑠

由于平民领导的民团“民”的性质浓厚，易把它们与太平军的战斗误解为“农民打农民”。简又文曾提出：“岂其以太平军兵员
多为农民出身，遂称之为农民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民？分明是农民打农民
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言》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１９６２年版，第３页）清军和各地士绅领导的团练，其主体的
士兵和团勇也都来自民众，在各政治力量的操控下，太平军和它们之间的战斗就会有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而
绝大部分参加的民众是被组织起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并不完全等同于绝大部分民众的诉求。因
此，这种对抗就不能完全视为民众与民众的对抗，更多是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对抗。对于平民领导的反抗队伍，其领导者
和主要参加者均出身于一般平民，他们的诉求相对一致，且在反抗中领导者和组织者所代表的利益未见明显异化，故平民领
导的反抗队伍与太平天国的对抗可作民众与太平天国统治层的对抗，但也不能视为民众与民众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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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其水源、粮道，七月初一日，太平军穴地道而出，屠灭包村，包立身死①。据清廷善后统计，包村被太
平军攻破后的死亡者共有“一万四千七十七名”②，太平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至于包立身起事之因，可从存世的两篇檄文中分析。这两篇檄文是包氏反抗太平天国的纲领性
文献，现将其中宣传抗争的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第一篇为《包立身讨粤匪檄文》：
　　今粤匪号称长毛者，自去冬寇浙西几千里，拥乌合逃亡之众，恣意焚掠，痡毒疮赤。所扰之境，胔骼膏刃，墟

村荡烟，妇女被淫，老弱填壑，惨酷之状，直使天地变色，鬼神无权。虽穷其饕餮，蔑以方滋，加以毁弃庙社，蹂躏

图书，污蔑谷米，破裂器皿，凡顽残凶抅之尤，擢发难数，列以汉角、唐巢、明末献闯，有过之无不及者。缘其伪托

天数以蛊党，肆行剥削以仇民，必使孑遗之荒墟，散窜之残黎尽归澌灭而后快。此真人人所椎心泣血，恨不能报

复于旦夕者也……自倡义以来，屡挫贼锋……倘有反颜事仇，剥削乡庶，直狗彘之不如，为神人所共愤，当不如是

耶？嗟乎！③

这篇檄文被保存在山阴包祖清所辑《义民包立身事略》中，该文署名“杭州王小铁撰”。关于孝廉王小
铁（王堃）至包村访问事，《诸暨县志》《勤余文牍》《诸暨六十年掌故》均有记载，陈锦《勤余文牍》记王访
问时间在咸丰十一年年底，也就是说这篇檄文的形成时间在咸丰十一年年底至同治元年年初之间④。
这篇檄文揭示了包立身起事的主要原因：一是太平军军纪败坏；二是太平军灭绝文化、践踏风俗。

第二篇为《东安义军［统领包］为播告同仇齐心杀贼共襄义举事》：
　　照得天道足凭，逆贼有必亡之理，人心难昧，匹夫无不报之仇。蠢兹瘟毛，孽于粤土，煽惑邪教，纠结匪徒。

前则祸延（被）三江，今则（乃）流毒二（两）浙。杀人父母，奸（淫）人妻女，掳（掠）人资财，烧人房屋，所到之处，如

蝗蝻靡有孑遗，所过之区，较虎豹更加残忍。不论工商农士，掳以当兵；无分老病（叟）婴孩，遇之即杀。假安民为

号，遍打先锋；藉设卡作奸，恣为劫掠。既索门牌之费，乃米捐亩捐灶捐之外，又加逐项之捐，虽空房犹纳征税；已

逼进贡之资，而上户、中户、下户之内，复分九等之户，即乞丐亦纳钱谷。米业悉彼封完，尚勒饥民供给；衣装皆为

卸尽，仍将残命拷追。稍拂语言，便行杀害，即使款应（迎合），亦肆凶顽。商贩不得流通，处处塞为（适乃）死路，

田地均行荒废，家家尽绝生机。至于糟蹋米粮，污秽书籍，僭称各名号，惨害忠良，焚毁圣贤庙像，上犯神祇，颠倒

朔望岁时，敢违天运。狠自同于枭獍，害更甚于豹（虎）狼。伊古闯献，无比（此）凶顽，岂今人民，堪此（斯）荼毒。

本统领［用是］特举义旗，以除暴寇，因苍黎之属望，救水火于蒸民⑤。

这篇檄文的形成时间或较第一篇略晚，大约在同治元年三月前⑥，此时包村民众已与太平军进行了数
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双方互有死伤。发布檄文的目的很明显是要深入煽动民众对太平军的仇恨情绪，
鼓动更多的人加入反抗太平天国的斗争，当然也不排除有稳定人心的意图。所以檄文的言辞难免有
不实之处，像“不论”“无论”“悉被”“皆为”“处处”“均行”“尽绝”这类绝对化的控诉，可能有所夸大。如
补充兵源的方法，太平天国掳兵的现象贯穿始终，实是早期普遍征兵制的贻害，但太平天国在原则上
奉行募兵制，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执行。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Ｔ．Ｔ．Ｍｅａｄｏｗｓ）曾观察道：“太平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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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当时人认为包氏的组织是民团，包氏后人在重修宗谱时也自认为是“乡团”（见《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１《立胜先生传》，第７６
页）。关于包立身事，相关研究成果有严修：《太平军诸暨之战与包立生》，《光明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４版；柯慎思：
《民众对抗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Ｊａｍｅｓ　Ｈ．Ｃｏｌｅ，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ｓ：Ｂａｏ　Ｌｉｓｈｅｎｇ’ｓ“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Ａｒｍｙ
ｏｆ　Ｄｏｎｇａｎ”），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１９８１年版。
《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奏诸暨县包村殉难最惨倡首义民包立身一门节尤奇烈吁恳天恩饬部从优议恤折》（同治三年十二月十
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４８９８－０３４。按，据田野调查发现的一块民国“包村忠义祠碑”称“士
卒妇孺随殉者十九万人”，十月间“主客死者至三十万”。碑文所记或有夸大，但蒋奏所记仅指包村破时死亡之数。因战事迁
延近一年，每次打仗，死亡者必须掩埋；立身经常率军出击，死于他乡者甚多；加上非战争因素（如饥渴、病疫、自杀等）导致的
死亡，以及考虑到包村的环境承载力，死难总计“数万”人应较合理。

包祖清辑：《义民包立身事略》，第２５～２６页。

陈锦：《勤余文牍》卷６《江东义民传》，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１５４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本，第６４２页。

按，《义民包立身事略》收录的檄文最后标明“峕咸丰庚申三月”，显误，太平军占领诸暨在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宣统《诸
暨县志》卷１５《兵备志》，第１６页）。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７０１～７０２页。按，沈梓《避寇日记》也抄录了这篇檄文［见罗尔
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八），第２５４～２５５页］。两个版本大略相同，后者较前者的多字用［］补入，改字用（）改动。
《花溪日记》在同治元年三月处录有此文，《避寇日记》在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记“在王孟英座中见屠甸寺寄来包公檄文”［沈
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八），第１１２、１６７页］。



已放弃他们在１８５３年实行的普遍征兵制，此举曾引发民众对太平军到来的恐慌，现今他们以自愿从
军的方式来补充太平军的战斗力量。”①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太平军在安徽安庆等地招募乡勇，“其乱
民从者甚多”②；咸丰十一年，李秀成在湖北“招兵”，一次即得３０万人③。故檄文所称“不论工商农士，
掳以当兵”，有所夸大。这篇檄文宣布了太平军十二大罪状：煽惑邪教；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索贡劫
掠；焚烧屋宇；肆意掳兵；横征暴敛；严刑酷法；灭绝文化；僭越名号；残害忠良；践踏风俗。十二大罪状
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太平军军纪败坏的控诉（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索贡劫掠；焚烧屋宇；肆意掳
兵）；二是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控诉（横征暴敛）；三是对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社会改造的控诉（灭绝文
化；践踏风俗）。这说明引发包氏起事的主要原因在于太平军的军纪和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政略。剩
余煽惑邪教、严刑酷法、僭越名号、残害忠良等罪名，带有站在正统立场对异端邪说敌视之色彩，这应
是包立身军中的知识分子对檄文修饰润色的结果。当时山阴秀才王彝寿对包村事多有所闻，他明确
指出：“立身、兆云，皆有讨贼檄文。立身者为傅莲舟所作……莲舟近在都中，已寓书索之。”④傅莲舟，
山阴诸生，后捐同知⑤。

两篇檄文相比，在语言上，第一篇檄文大幅压缩控诉太平军行径和渲染民众不满情绪的文字，加
入众多典故，意在强调“正统”“天命”，文学色彩浓重；第二篇则用较为朴实连贯、朗朗上口的语言指责
太平军的劣政，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因苍黎之属望，救水火于蒸民”，希望通过家族、宗法、地域结成
一条保卫桑梓的统一战线⑥。在内容上，两篇檄文均强调包立身起事的重要原因———太平军军纪败
坏和破坏风习，而第二篇着重强调了第一篇几乎全部遗漏的经济因素，这可能对普通农民出身的包立
身来说是重中之重。在影响上，包立身对形成时间可能略早的第一篇檄文弃之不用或束之高阁，据
《花溪日记》《避寇日记》《越难志》记载，第二篇檄文曾由诸暨传播至杭州海宁、嘉兴秀水和绍兴等地，
影响范围较广。与第二篇檄文相比，第一篇檄文在经济方面缺少对农民、商人和其他平民层的现实关
怀，也忽略了包村起事的领导者是一名普通自耕农的事实，而第二篇檄文更多地保留了包立身反抗的
原始动机。

在檄文对太平天国苛政猛于虎的申诉中，没有发现田赋、地租方面的内容，而这两方面在传统经
济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檄文发布于同治元年三月之前，太平天国在绍兴公布田赋缴纳的明确原则
“示征厘谷，约以三分归佃者，以三分作兵粮，以四分归田主”⑦，是在同治元年的八九月份，而此时包
村反抗事件已经结束，所属各县又在是年初冬和次年初春相继被清军攻陷，同治元年的田赋征收根本
没有完成或迫于时局严峻而执行有限⑧；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的钱粮征收工作则因太平军起事，迟至
当年严冬方稳定秩序而错过了粮食的夏秋熟收之季。从绍兴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传统经济政
策没能成为施政主流，所属地区基本维持贡役制的统治方式。在绍兴属县诸暨，传统经济秩序的恢复
工作却较早地被提上日程，恋天福董顺泰的谕令明确区分了土地类型及相应的钱漕数额，田赋负担不
重⑨；另一平复业主对抗情绪的举措则是诸暨当局在立政之初即肯保障土地所有者的收租权益，以告
示的形式宣布“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瑏瑠。基于上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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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瑏瑠

《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十），第１５４页。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北京：知识产权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４页。
《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二），第３７３页。

⑦　王彝寿：《越难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五），第１６０、１４４页。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７册《桃花圣解盦日记》乙集，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８４６页。

尽管清朝方面“屡欲招致”，宁绍台道张景渠、内阁学士朱兰等曾以书币相款，县令陈其元、举人王小铁曾亲赴包村游说，包立
身“均莫为应”（宣统《诸暨县志》卷１５《兵备志》，第２０页）。他的队伍名“东安义军”，自称“统领”，也不同于“某团”“团总”或
“团长”。包村既不奉清朝之命，且檄文通篇没有攻击太平天国的反满思想，当然也不接受太平天国招抚，可见其目的在于自
卫或自立。

现存３张上虞县佐将黄给业户完纳下忙银执照，均颁发于同治元年八月（见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
室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页）。
《恋天福董顺泰为令完粮以济军饷劝谕》，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三），第１１９页。
《忠天豫马丙兴谕刀鞘坞等处告示》，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三），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从诸暨及周边地区投奔而来的地主对太平天国土地田赋政策不满的诉说，包立身听闻的应该很少。
在地租方面，包立身是自耕农出身，属于粮户，对田赋政策的关注自然多于地租。且包村位于一面东
北—西南走向的大缓坡上，山多田少，多系自耕农耕种世代相传之水田，少地主，乏望族，这种地理环
境和社会结构也决定了包村民众对地租政策的关注不多。在包村起事前后，即咸丰十一年冬，绍兴在
事实上执行限制租额的政策，会稽县出示“凡有田者，得自征半年租”①，这在客观上对佃农是有利的。
绍兴的佃农又乘战乱之际通过抗租迫使业主进一步让步，“去冬（咸丰十一年冬）向佃户收租如乞丐
状，善者给数斗，黠者不理或有全家避去者”②。因此，避难至包村的佃农不会带来太多关于“凶租”的
信息③。

因此，田赋和地租不构成包村反抗的主要经济因素。所以，在包立身的第二篇檄文中，有大段的
文字控诉的是太平天国捐费杂税之繁重。这场太平天国占领区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斗争较为激
烈的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具有综合性的诱发因素，其中民众抗争的根源在于对太平军苛敛重税、军纪
败坏和破坏风习等社会、经济方面已经或可能发生的不良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恐慌。当时太平天国虽
已占领绍兴府城及诸暨县城，但实际并未完成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建政工作，大部分社会经济政略还未
及在包村及附近地方展开，包村民众的反抗主要起源于恐慌而非切实感受。故包立身民团不仅与大
多数团练创建之初具有的政治背景不同，也与太平天国占领区发生的诸多士绅领导的抗粮抗税行动
不同，抗粮抗税起于民众对太平天国田赋捐费等经济政略的切身感受④。

三　反抗苛政：沈掌大及“盖天王”起事

沈掌大，《花溪日记》作“沈长大”，嘉兴海盐县澉浦镇人，以“灌园为业”⑤，家“赤贫”⑥，是一位菜
农，起事时已６１岁⑦；光绪《海盐县志》在《殉难绅士兵民姓氏》表中录其姓名，特意标明“民人”身份，
以示不同，确属平民层⑧。与包立身事件略有不同，沈掌大事件完全属于基层反抗事件，反抗群体以
农民为主体，其针对的也是太平天国基层政权。沈掌大先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五月十一日聚集千
余乡民至澉浦乡官局质问乡官姚成初，恰遇黄湾数百乡民亦来控诉，遂共同拆毁局屋、捆缚姚成初，又
沿途捉打乡官；至五月十三日，反抗队伍已聚集万余，又配合清军攻打海盐通元、屿城，失利而回。十
八日，太平军大掠澉浦，并索首事诸人，沈遂于廿六日挺身就擒被杀。

对于沈掌大起事的因由，《花溪日记》记载颇详，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勒贡。咸丰十一年三月，太
平军二克海盐，据城固守，“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
不堪命。海盐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并欲征银，每两七折价二千零五十”。
二是征税。同年五月初，“又欲分门牌，写人丁，每牌乙元四角，每人日征廿文，每灶日一百，行灶五
十”，可知有门牌费、人丁税、灶捐三种名目。三是完粮收租。五月初九日，太平军“追完田银，士农畏
其虎势，无不输钱完纳，仍以咸丰十年串票发之，至十一日共完千余”“间有业主趁势收租”。四是乡官
贪酷。“茶院陈雨春……向办贡事，暗中指点，自谓可以瞒众，至征银事起，遂与奸书王竹川盘踞局中”
“归应山亦从贼，先设完银局于其宅，名陆泉馆”“访得殷富者五人，札谕为师帅，办门牌……藉此图肥，
于是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七老亦打造枪船帮办局事，并私打先锋”“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
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炼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缴而出，轻者推入马棚”。若是能徐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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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大野：《微虫世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６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８９页。

范城：《质言》，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四），第４２０页。
“收凶租”是指地主对农民收租苛重［见《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李星沅奏为审拟昭文县金德顺等县民肇衅生事拒捕致死眼
线案等事》（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０３－４０７２－０４９］。

参见刘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５１～６３页。

光绪《海盐县志》卷１８《人物传·孝义》，光绪三年刊本，第８５页；民国《澉志补录》，《人物》，１９３５年刊本，第３２页。

浙江采访忠义总局编：《浙江忠义录》卷５《沈掌大传》，第１２页。

光绪《海盐县志》卷１８《人物传·孝义》，第８６页；民国《澉志补录》，《人物》，第３２页。

光绪《海盐县志》卷１８《人物传·孝义》，第９１页。按，既往研究提及沈掌大事的很少，仅王兴福《太平天国在浙江》、郦纯《太
平天国制度初探》及少数几篇文章有所提及，定其出身为“反动地主”“地主劣绅”。



项征缴，民众或可勉强应付，但事局的恶化在于“五月初九日，竟将门牌、灶费及外庄田银尽行发动，初
十日为始，毋延顷刻，间有业主趁势收租，亦借枪船恐吓，追取甚紧”“士民无所控告”，民已不堪重
负①。

由上，海盐民众反抗的原因可概括为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苛刻和乡官政治的贪酷。与包立身起

事不同的是，沈掌大起事的根源在于民众对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略的切实感受。在上述内容中，民众

更加痛恶太平天国的苛敛；乡官政治虽然贪酷，对变乱有促发性，但他们的作为也是执行太平天国经

济政策的体现。所以其他史料简要记述沈掌大起事原因，或以“责民贡献，将按户搜刮”概括②，或以

“各乡焚掠殆遍，又设伪官苛敛民财”总结③，基本是指经济因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四个方面———

勒贡、征税、完粮、收租，其中勒贡是引发海盐民众反抗行为的关键，光绪《海盐县志》载：“时有贼首号

葵天豫来城安众，号召吏民，旋令县差高掌三邀人办事，诡言必不扰害地方。未几，责令四乡贡献，追

呼无虚日。章贼复向南乡逼勒巨款，妇女悉脱簪珥以畀之，士民莫不饮恨。”④

完粮和收租不是引发海盐农民反抗的主要因素，虽然咸丰十一年春、冬太平天国在海盐有试图恢

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努力，但受主客观环境掣肘，海盐地区的田赋征收工作直到同治元年十二月才

得以全面展开，然执行情况不佳，传统社会经济秩序未能成为太平天国施政的主流。在沈掌大起事前

夕的咸丰十一年四五月间，太平天国的田赋地租政策还未正式出台，征收工作也未全面展开。事件爆

发的另一导火索也属于经济因素，黄湾乡官局的强买行为引发民众不满，“适黄湾数百人彼因上日局

中强买，亦来寻衅”⑤，这恰与沈掌大的抗争行动一起促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

沈掌大的队伍最终被定位为“民团”⑥，虽名其为团，不过“持扁担、塗石灰为号”的普通百姓⑦，凭血

气之勇愤而聚之。时人叹其愚昧：“民无纪律……稍遇劲敌，各自逃生……百姓不听令，兵者凶器，岂有

手执木棍田器而能克敌攻城耶？”⑧后人感其义勇，评价说：“是役也，乡民既无军械，遽思制梃以当凶悍之

寇，本非万全计。徒以忠义奋发，万众一心，虽肝脑涂地有所不顾，亦可以愧世之临难苟免与夫甘心从逆

者矣。”⑨另外，沈掌大事件之初的政治色彩较弱，乡民的目的不过是想问罪于乡官姚成初，获得海盐太平

军对民众经济负担的减免。事件爆发后，乡民接连捣毁、焚烧乡官住宅，斗争形式维持原始的毁局殴官，

在和屿城镇的乡勇、枪船接仗前仅有一起命案，且事出有因，乃为地保康毛毛坚持“负钱缴贡”（即“勒

贡”）怒而杀之。这些表征体现了类似于普通抗粮抗税等群体性事件的自发性、突发性、本土性、武装色

彩较弱和斗争手段原始等特征；反抗队伍无编制、名号、经费，亦无基本的训练、军纪，常见未临阵而溃散

或中途逃避，甚至有捉人以壮声势的情形，“余尽胁从，虽属老弱，亦被赶逐北行，众皆股栗，行走如蜉

蝣”⑩，抗争队伍掺杂着大量胁从者，真正对太平天国有政治敌对意识的人是少数。他们在被成功动员集

聚后，抗争队伍又与黄湾反强买的队伍汇流，这些都弱化了它的“团练”特征。

沈掌大本人的初始动机仅是“闻贼局狠暴，心怀不平，欲集众毁其局”，斗争对象指向“狠暴”的乡

官局，根本无意组建一支与太平军对垒的军事力量；事败被俘后，沈坚称起事“皆怨国贼狠暴”，即指太

平军和乡官苛政瑏瑡。所以诸多史料记其为“义民”“故赤贫，敛所不及顾，独义愤”瑏瑢，“倡义”起事，实非

为一家私利瑏瑣。但需要指出，沈掌大并非完全没有政治野心。沈虽出身平民，但他与包立身一样属

“平民精英”，在事件前已经因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乡邻的尊重，“少刚勇，好饮善斗”瑏瑤，“性颇侠，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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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瑏瑣

瑏瑤

⑤⑧⑩瑏瑡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６７９，６８０，６８３，６８２，６７９、６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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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浙江采访忠义总局编：《浙江忠义录》卷５《沈掌大传》，第１２页。

⑨　光绪《海盐县志》卷末《杂记》，第４９、５０页。

民国《澉志补录》，《杂记》，第７０页。

光绪《嘉兴府志》卷３１《兵事》，光绪五年刊本，第５６页；光绪《海盐县志》卷末《杂记》，第４９页。

光绪《海盐县志》卷１８《人物传·孝义》，第８６页；民国《澉志补录》，《人物》，第３２页；光绪《嘉兴府志》卷５７《海盐孝义》，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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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明逆顺……适该图地保将澉局银事与商”，地保有事亦请教于他，知其有声望，再看他以“逆顺”二

法激怒乡人（“遍问业主”“遍问各佃”“先以逆挑之不动，继以顺赚之”），也知确有领导能力。事件向带

有政治反抗性质的暴动转变，也与沈本人的野心滋长不无关系。在拆毁澉浦镇乡官局并惩罚乡官姚

成初后，有人提议“明日寅刻，起身去打通元局，再攻屿城”。沈立即表示赞同：“众等如此，亦我一县之

福。”此时沈掌大还未与清军有任何联系。至五月十三日乡民攻屿城被海盐监军章阿五率枪船击败，

沈掌大才想起联络清军，力挽败局。清方立即派出水师营千总尹殿祥及陆营把总陈长瑞带兵三百、船

十余艘为前锋，联合沈掌大共击屿城①。

综上，沈掌大起事主要缘于民众不堪忍受太平天国的经济重负。在各项经济负担中，太平军的勒

贡是主要方面，民怨沸腾，沈掌大以此激之，终酿剧变。“盖天王”起事同样是参加者因切实的生活所

迫。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八月，盐枭陈三丫头聚众起义。“盖天王”并非首领代号，而是起事队伍的精

神象征，起事者于海宁黄湾三神庙聚议，推庙中三神像为王，“所谓盖天王者，庙中元武帝也”。至九

月，民间就有“盖天王”在绍兴被清军招安的传闻②。太平天国嘉兴和海宁当局对起事者展开抓捕，但

成效不大。十月，饥民愈聚愈多，“招集饥民，投者无算，共万余”，太平军“亦畏势不敢动”③。直到太

平天国统治结束，这支主要由饥民组成的地方势力仍然没有被彻底驱散。

“盖天王”的队伍常被称作“土匪”，但他们已经像团练那样有了明显的政治诉求，“公然旗帜”④，

“于庙中起义”⑤，斗争对象直指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所行劫者或系土行、公估庄，及偕长毛合开山货

行等，以及乡官司马、百长之家，皆系不义之财也……兼有文书至乌镇伪文将帅何借粮，何亦畏而与

之”⑥；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首领陈三丫头领众千余，与太平军战于花溪各镇，一路杀太平军３０余

人，一路“先焚烧市梢局卡，都宅乡官局焚烧尽，局匪先已逃亡”，又在朱字桥、花龙桥等处进攻太平军

营垒⑦。故“盖天王”的队伍绝非一般打家劫舍的土匪，可以“民团”“起事”视之。

“盖天王”事件是太平天国占领区农民因灾荒、饥馑起身反抗的典型案例。同治二年十二月，太平

天国桐乡当局逮捕了３名“盖党”，经军帅姚福堂审讯，录有如下供词：“我等本良民，饥寒所迫，故为行

劫之计……我等奉义而行，故所劫皆至公无私，本系饥民，不劫则死，死固分内事，子欲杀，则竞杀之可

也；若根究主使，则天神也，不可得也；若诛党与，则随地皆在，不啻数万人，不可胜诛也。”⑧这篇“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慷慨陈词很难想象是出自被太平天国定性为“叛逆”的“盗匪”之口，但饥民的背

景和为生存起身反抗的动机，实为这场起事增添了一些正义性。

饥民的形成是因海水倒灌内陆以致土地无法耕种，“海塘圮后，禾田斥卤不能种植，居民不复粒

食，因相从行劫，附之者日众”⑨。盐贩的失业，《避寇日记》归因于太平军实行食盐公营专卖制度，导

致盐贩无利可获，遂以劫掠为生。盐专卖制自古有之，盐政是国家大计，历朝政府十分重视，清政府亦

如是。清朝盐法主要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私盐屡禁不绝，而太平天国实行完全垄断，或由乡官日常

经理，或设专职负责，食盐销售权收归地方政府。禁贩私盐，既可遏制国家财富流失，又可防止商人囤

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历代政府均以厉行，原就无可厚非。但食盐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涨价专

卖，代盐商牟利，非但一般商人无利可图，连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深受影响，像常熟、昭文一带

征收的“吃盐费”瑏瑠，全无公道，只能激化社会矛盾。

“盖天王”因“盐”“食”起衅，这两项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见海宁和海盐太平天国政权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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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供词仍然没有任何投向清军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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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六），第３５０页。



本的社会安抚都没有完成。虽然整起事件反对太平天国的政治性显著，但不能掩饰民众投身反抗的

朴素初衷，即求生存。与其他两起事件相比，由于这支队伍的组成基本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故

“官逼民反”的色彩更加浓厚。

四　余　　论

比照包立身、沈掌大和“盖天王”三起平民领导的武装起事肇因，无论是因社会恐慌还是因切实的

苛政压迫，它们均反映了民众求生求安的朴素初衷，即反抗内容基本都是与民生相关的经济问题。虽

然各事件的具体抗争内容因事件类型、发生地域、社会经济背景不尽一致，成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但民众通过反抗的实际举动表达对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略的不满却是一致的，常见的抗争内容诸如

捐费、贡献等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践的原则、方式和效果。从抗争对象分析，民众的主要抗争对象是

乡官，乡官政治的贪酷和无序———政策执行者的偏差，是这些反抗事件形成的共同因素，但太平天国

的乡官政治主要还是侧重于体现太平军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实践。可见，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并没有实

现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反而较旧有社会秩序有所退步，贡役制社会秩序和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并行的

弊端不断暴露，在有的地区太平天国甚至连基本的民生维系都没有做到，激发了民众对太平天国社会

经济政略的反抗。

以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为例，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并未真正深入持续地关注农民，因此没有得到

农民的支持，造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出于广泛社会动员、寻求

地方合作的需要，部分地反映了农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如定都之初《天朝田亩制度》的颁行和１８６０年

后的再次刊刻。但太平天国政权在定都天京后，对农民切身利益的关心确实表现得不再像早期那么

强烈，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标明农民低等的社会地位。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共有６处关于官员有过

“黜为农”或“贬为农”的规定①。农民获得土地的强烈要求，也没有以对太平天国的支持而换来满足。

太平天国对农民利益诉求的反映由前期至后期愈加淡漠，这是太平天国从“得民心”到“失民心”的一

个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为广大民众描绘并许诺了一个完备且美好的愿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

益，以此广泛动员民众加入反抗，规模、烈度空前，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在长期战争条件下，

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官员和太平军官兵的表现又可能背离了这些目标，引发了像包立身、沈

掌大、陈三丫头这样的平民领导的政治性反抗事件。民变是民众不满情绪达于极点的宣泄，是社会动

荡程度的重要衡量表。虽然这仅是局部性的个案，但其规模、烈度较大，而且反抗传达着另面的历史

信息，毕竟民众突破了抗粮抗税抗租之类的传统斗争模式，上升到权力诉求和政治倾覆的层级。这说

明太平天国后期的基层治理确实出现了不合理与暴力压迫的严重问题。最终，太平军逐渐陷入同清

军、团练、外国雇佣军和普通百姓同时作战的四面楚歌之地，很快陷于倾覆。太平天国由兴起到倾覆

的历史过程，由天下云集响应到民变蜂起的历史流变，深刻诠释了人心向背是一个政权能否长期延续

发展的关键，正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

传·庄公十一年》）。当然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并不完全是由于农民造反，是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

果。

但是，如果因为存在部分民众反抗的现象，我们就完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则是偏颇

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关键是在于它揭开了清

王朝“王纲解纽”的不可逆过程，这期间积聚的改良和革命的因素，使腐朽的清王朝在太平天国之后未

·６７·

① 《天朝田亩制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６页。



及５０年即陷入崩塌①。另一方面，对部分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抗，要具体分析产生对抗的原因，这里

有民众对战争造成日常秩序破坏的恐惧，有生计水平下降甚至不能维持的不满，有对政治正统和传统

忠孝、贞节观念的坚守，甚至还有基于乱世出英雄判断的投机。对太平天国后来的各项政略存在的问

题以及军纪吏治方面的不良表现，一要考虑战争的客观环境，二要考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局限性

及旧式农民起义的历史规律，三要考虑太平天国前后期的变化。对这几个方面的总体衡量，还要把握

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２

作者刘晨，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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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六月，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谈及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影响，赵烈文预言：“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
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七），第３２７页］赵的预测一
语成谶，４５年后，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宣告寿终正寝。


